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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ICT 技术的发展使其影响扩展到城市运作的各个方面，对“互联网+”的讨论即是对这个趋势的回
应。本文立足于城市街道空间，试图从 ICT 技术和城市空间两方面讨论两者之间的影响与互动。首先
在 ICT 技术方面，本文通过回顾与分析已有的理论研究，沿着 ICT 技术发展历程探讨 ICT 如何从基础设
施、内容和连接方式三个角度影响城市以及各技术阶段中城市规划与管理的响应。在城市街道空间方

面，文章在已有的调查结果基础上对 ICT 技术与“互联网+”时代下街道活力丧失的原因进行了讨论。为
了扭转街道空间活力丧失的趋势，文章认为新时期的城市规划与管理应结合 ICT 与互联网提供的新技
术平台，实现对街道空间的量化分析。此外，本文介绍了三个国内外采用量化分析手段研究城市街道

空间的案例，以期补充说明采用新技术手段研究街道空间的前景与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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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to	Urban	Street	Space	in	the	Era	of	Internet	Thinking	
	
Ying	Long,	Bingxu	Gao	
	
Abstract:	 Discussions	 on	 the	 topic	 of	 Internet	 Thinking	 are	 enabled	 by	 the	 ripening	 ICT	 which	 gradually	
expands	its	impact	on	every	aspect	of	city	operation.	This	study	hereby	is	trying	to	inspect	the	interrel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ICT	and	city	space	by	scoping	out	urban	street	space	as	which	has	been	substantially	
affected	by	ICT.		This	study	starts	with	reviewing	existing	literature	on	dissecting	the	mechanism	by	which	ICT	
has	imprinted	on	city	and	how	city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has	tried	to	reflect	to	that	changes.	This	study	
then	moves	to	examine	the	embodied	influence	from	ICT	on	urban	street	space.	Based	on	a	previous	survey,	
urban	street	space	is	found	to	be	deprived	of	vitality	and	energy	due	to	a	mixed	impact	of	ICT	development	
and	 the	absence	of	 compatible	planning	and	managing	methods.	Therefore,	 this	 study	claims	 that	 to	 cope	
with	the	undesirable	situation	in	the	existing	street	space,	a	quantitative	method	that	draws	support	exactly	
form	 ICT	 should	 be	 adopted.	 In	 addition,	 three	 cases	 are	 presented	 	 to	 demonstrate	 the	 outlook	 and	
feasibility	of	deploying	ICT-supported	planning	and	managing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urban	street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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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5 年 7 月，国务院发表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将以互联网为基础与各
个经济社会领域的融合作为“重塑创新体系，激发创新活力，培育新兴业态和创新公共服务模式1”的助
推剂。“十三五”规划中更是多次强调互联网对于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不同于过去的“十二五”规划，当
下的互联网发展从以往注重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网普及的范畴扩展到对“下一代互联网”的关
注。所谓“下一代互联网”，其内涵不仅是在现有 IPv4 地址几近耗尽的情况下对基础互联网空间的扩展
和改革，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互联网空间与现实空间之间正在上演的融合大戏，互联网技术正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与传统行业进行整合，改变旧的并创造新的产业形态。在这个情况下，继国务院首次提出

“互联网+”行动意见后，“互联网+”正式被纳入国家战略。	
	
“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物联网技术和应用，发展分享经济，促进互联网和经济
社会融合发展。”2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城市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在实体空间上的反映，不可避免地会在这场互联网浪潮中发

生深刻的改变。改变的一方面出现在整体城市空间结构上，建立在互联网技术上的生产与服务在各自

的选址，运输和物质环境等需求上差异于产生在工业时代的各传统产业。随着新的生产商与服务商在

各自市场中占得的份额逐渐提高，新的构建在互联网技术服务上的经济活动将成为主导，而这种新兴

的经济力量将促使城市整体空间发生改变。另一方面的改变则发生在构成城市这个复杂巨系统中的各

个子系统，甚至各个基础要素之中。为了说明这方面的变化，在这里不得不先回避掉“互联网+”这个时
下流行且备受热议的术语，回头去看另一个与此密切相关，存在时间更长，已有研究更多并且能更为

全面地表明“互联网+”概念内涵的名词：ICT（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ique）。	
	 在经历了 30 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快速扩张后，中国经济步入了“新常态”，并确立了“新
型城镇化”战略。习近平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城市规划要由扩张性规划逐步转向
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的规划”，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也指出要“做优增量、提高质量”。为此，已
有建成区的品质提升和新区的活力塑造，是下一个阶段中国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关注的重点。此外

2016 年 2 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第 16
条“优化街区路网结构”更是提出了对街道和街区的特别关注。街道作为城市品质和活力的重要载体，
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具有深刻意义。为此，本文在探索 ICT 对城市的影响与互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将
对城市空间的关注重点回归到城市街道，深入分析其所面对的挑战与研究新机遇。	
	
2	理论综述：ICT对城市的影响与互动	

	
2.1		ICT与“数字飞轮”	

	
ICT，即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广义上可以理解为是

用来处理，储存和传输信息的技术与应用的总和(Cohen-Blankshtain,	Nijkamp,	&	Van	Montfort,	2004)。从
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字和书写工具也都可以算在 ICT的范畴之内，但是对 ICT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电气时

                                                
1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
07/04/content_10002.htm	
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
11/03/c_1117027676.htm	



代以后，尤其是计算机出现以后的时间段，所以更确切的来讲，ICT 是对包含了计算机技术，远程通
信，电子产品和媒体的一系列技术的统称(Van	der	Meer	&	Van	Winden,	2003)。	

和交通、能源、建筑等其他城市子系统中所发生的技术革新一样，ICT 的进步不会凭空出现，
更不会一出现就彻底改变现有城市的样貌，技术的发展会根据更为基础的经济、制度、社会和空间结

构微妙地为城市带来改变(Van	 der	Meer	 &	 Van	Winden,	 2003)。为了刻画城市对 ICT发展的响应程度，
Van	 der	 Meer与 Van	 Winden（2003）将连接（access)，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和内容（content）
组合成一个城市的“数字飞轮(digital	 flywheel)”(图 1)，并将其运用在分析和比较城市呼应 ICT 发展而做
出的举措当中。三者互相关联并且其中一方面的进步会对其他两项起到强化的作用，当三者重新达到

互相协调的新平衡状态后，城市对 ICT 发展的响应程度便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相应地，在相关政策
制定与措施选择上便会与前一个阶段相比发生明显的转变。	

在“数字飞轮”框架下理解城市对 ICT 的响应有助于比较在同一时期不同城市所采取的 ICT 措
施，也可以使不同时期下城市 ICT 措施的转变原因和过程更为清晰。通过回顾电子城市到 U-city 再到
“互联网+”，可以发现“数字飞轮”中一项或多项组成部分的进步是如何带动了城市 ICT 措施整体的提
升，也为对未来的城市 ICT措施前景思考提供了一条有效的路径。	

	

	
图 1	The	digital	flywheel		
图片来源:	Van	der	Meer	&	Van	Winden,	2003	
	
2.2电子城市：ICT基础设施扩展城市规划与管理范畴	
	

建立在数字城市(electronic	 city)的概念上，即将众多城市功能带入到虚拟空间形成所谓“虚拟现
实“(Komninos,	 2002)，ICT 逐渐开始展现其在城市规划与管理上的作用。其中最为显著的是随着计算机
的普及和包括互联网与无线通信在内的基础设施的完善，新的数据存储和处理手段以及信息的表现与

发布手段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做法。ICT 基础设施成为和道路一样的基础城市架构(Mitchell,	 1996,	 p.	



107)。Pratchett(1999)曾预期 ICT 将会在地区公共管理机构中扮演三个角色：公众参与的促进者，公共
决策制定的辅助者以及直接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然而在 ICT 刚刚进入城市规划与管理者视野内的时
候，ICT 所扮演的直接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前两者所体现的作用有限(Cohen-
Blankshtain	 et	 al.,	 2004)。Cohen-Blankshtain(2004)的研究显示，最受欢迎且应用范围最广的城市 ICT措
施是建立城市网站，然而各个城市网站所能提供的信息和服务不尽相同，反映了当地公共部门对 ICT
技术的接受和应用程度有所差异。事实上，Cohen-Blankshtain(2004)通过对众多欧洲城市管理部门的研
究表明，虽然众多城市都启动了相关的 ICT措施，但绝大多数的城市管理机构都没有将 ICT作为决策制
定的工具。	

从“数字飞轮”的构架来看，电子城市阶段的城市对于 ICT 的响应重心在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
在这个阶段，包括电信公司、计算机研发与制造商、通讯设备公司等私营部门是最为活跃的参与者。

相比而言，城市规划和管理者虽然看到了 ICT 作为未来城市不可缺少的一环，相比于将其作为一种决
策制定工具，ICT 更多的是被视为是一种类似电力、排水或道路的城市服务。城市规划和管理者在该领
域的作用重点是降低市场失灵所造成的危害(Graham,	 2002)，具体措施包括提高互联网在公共场所的可
达性，在社区建立合适的远程办公室(telecommuting	 center)来促进远程工作的机会，减少本地居民的
通勤成本并且改善行动不便人士的就业机会(Cohen-Blankshtain	et	al.,	2004)。	

	
2.3	U-city:	ICT内容革命引发的城市规划与管理革命	

	
	 如果说之前的电子城市阶段，ICT 无法在城市规划与管理领域发挥决策支持的作用是因为决策
制定者无法想象在此阶段 ICT所提供的内容应如何纳入决策过程(Cohen-Blankshtain	 et	 al.,	 2004)，那么
普适计算（ubiquitous	 computing）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 U-city（ubiquitous	 city）打破了将 ICT纳入城市
规划与管理决策的最大障碍。	
	 普适计算的提出者 Mark	 Weiser(1991,	 p.	 94)认为，普适计算的核心是要将计算机无缝地整合在
现实世界中。在这个意义上，即便是一台可以方便携带到任何地方，并且可以轻松连接互联网的超级

便携式电脑（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种电脑）也不能被称为“普适计算”。Weiser 所构想的 21 世纪
的电脑是看不见却又无所不在的，电脑不再特指一个用来盛放芯片、显示器和各种电子元件的盒子，

它可以是安放在公共座椅内根据温度调整座椅加热开关的感应器，也可以是检测病人体征并实时向医

生汇报健康报告的芯片。	
	 Manuel	 Castells(1996)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提出在信息社会中“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将会取
代“地点空间(Space	 of	 place)”，“[空间的]物质安排使社会活动可以同时但不同地发生，这种空间不仅限
于‘虚拟世界’…[这种物质安排]首先会建立在一套包含信息科技，远程通信和交通系统的科技架构之上
3”(Castells,	1999,	p.	19)。Castells所提出的“流动空间”反映了近年来在 ICT影响下城市变化的一大特点：
实体空间与信息空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大量看不见的信息流运动在实体空间内，产生了所谓“增强
(Augmented)”的空间(Manovich,	2006)。就如 Weiser(1991,	pp.	94-98)在区别“虚拟现实”和“表现的虚拟性
(embodied	 virtuality)”时所指出的，相较于把世界装进计算机的“虚拟现实”，普适计算将计算机可读的
信息带进了实体世界。	
	 对于城市规划和管理者来说，普适计算最大的意义在于，当广场上任意的公共饮水机可以实时

汇报饮用水消耗量，当路灯可以根据路面是否有行人或车辆从而调整亮度并反馈电量消耗...这些源于
ICT 的内容不再是虚拟现实，而就是现实。“安装在所有城市要素中的计算机芯片和感应器…[将为城市
规划和管理者]提供获取城市中各个方面的实时检测数据的手段，将显著提高城市规划和管理的效率
4”(Lee,	Han,	Leem,	&Yigitcanlar,	2008,	p.	150)。通过联系，整合和分析这些数据，城市规划和管理者对城

                                                
3“The	material	arrangements	that	allow	for	simultaneity	of	social	practices	without	territorial	contiguity.	It	is	not	
purely	electronic	space...It	is	made	up	first	of	all	of	an	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	of	information	systems,	
telecommunications,	and	transportation	lines.”	
4[The	ubiquitous	city]	is	created	by	the	computer	chips	or	sensors	inserted	into	those	urban	elements	...	
 



市的运行会有更为直观的感受和理解(Hancke	&	Hancke	 Jr,	2012)，并且可以实现对城市运行更为准确的
模拟和预测(Schaffers	et	al.,	2011)。此外，Allwinkel	and	Cruickshank(2011)认为，这个时期的 ICT在城市
规划管理领域不仅在提供直接公共服务方面有了很大进步，在提高公共事务参与度方面也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	
	
2.4	Web2.0：双向的 ICT连接促进城市规划与管理角色转变	
	

通过观察美国、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无线通讯发展经验，Castells 等(2009)总结出了一种新的 ICT
连接关系：	

	
“人们根据各自的需要与兴趣来定制所采用的[无线通讯]技术…去发掘技术的用途，并
且塑造新的服务类型，提供新的信息…当某项服务或信息不能满足或不符合人们所想，
那么它们就会被使用者用大拇指投票否决掉。5”	

	 Dupuy 等(2008)构建了“网络城市(Network	 urbanism)”的架构，用来解释城市中不同层级的连接
网络：“技术性联系网络，功能性联系网络和社会性联系网络6”。其中，技术性联系网络指公路、电
线、光缆和宽带之类的基础设施要素；功能性联系网络包括那些掌管生产、消耗和分配的控制系统；

而社会性联系网络则产生于人们通过对前两个联系网络的使用与反馈而产生的社会关联。在社会性联

系网络中，人们不仅仅是前两个网络的使用者，也同时是服务和内容的提供者，并且左右着具体某项

服务和内容的存在基础(Huang,	2012)。如果说电子城市成就了 ICT在城市规划和管理中的技术性联系网
络，普适计算与 U-city 为城市规划与管理者提供了有效的城市研究、管控和规划支持，构建了一个功
能性网络，那么在社会性联系网络上，借助于 Web2.0，ICT 突破了“服务提供者—服务接受者”的单向
连接模式，改变了人与城市规划和管理之间的关系。	
	 虽然目前对 Web2.0 还没有一个准确且公允的规范定义，但根据 Web2.0 所具备的特征，仍然
可以直接区分过去的互联网与 web2.0 所定义的互联网。其中最大的差别在于，互联网内容的提供者不
再局限于特定的供应源，在 Web2.0 中内容可以来自于任何互联网使用者。在现有的互联网世界，
Web2.0的应用范例随处可见，例如维基百科、Facebook、Instagram和微博等。	
	 在城市规划与管理领域中，以 Web2.0 为代表的 ICT 连接关系的转变实现了 Pratchett 所预期的
ICT 技术在城市规划公众参与上扮演的促进者角色。一方面当然也是由于 ICT 基础设施的发展，即使是
极少使用科技的人也获得了接触 ICT 技术的机会并且可以简单地在互联网上参与和发布意见(Kroski,	
2008)。另一方面，由理性规划7，渐进性规划8到倡导性规划9再到沟通式规划10，城市规划思想和理论

愈发重视与公众交流的趋势为 ICT 提供公众参与的工具创造了有力的支持环境。从这个角度出发，
2009 年墨尔本的 Future	 Melbourne 规划11有力地诠释了如何借助 Web2.0 的思想，通过构造一个对市
民开放的，类似维基百科的规划讨论、编制和公布平台来促进整个规划流程的公众参与程度与质量。	

                                                                                                                                                       
Effectiveness	in	urban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can	be	improved	by	using	real	time	data	acquisition	and	
information	monitoring	via	those	embedded	computers	in	every	part	of	cities	
5People	adopt	the	technology	to	their	needs	and	interests	...	People	find	uses	and,	when	they	are	able	to,	invent	
new	services	and	create	new	content	(for	example,	mass	image	swapping,	texting,	and	so	on),	and	when	they	do	
not	find	the	services	and	content	they	want,	they	vote	with	their	thumbs	by	not	using	what	is	offered.	
6Technical	networks,	functional	networks	and	social	networks	
7Rational	planning	
8Incremental	planning	
9Advocacy	planning	
10Communicative	planning	
11http://www.futuremelbourne.com.au/wiki/view/FMPlan/WebHome	



	 除了在公众参与上的表现，当双向的 ICT 连接结合地理位置参照，每个人可以创造的信息都会
与现实中的地点相关联，此时每个人都变成了一个最为智能的传感器(Goodchild,	 2007)，成为搭建在普
适计算上的城市规划与管理决策系统中不可缺少且前景无限的一环。	
	

3互联网+时代对中国街道的挑战	
	
	 国际上的理论综述显示，中国不是受 ICT 技术影响的孤岛，互联网+也不是中国特有的发展态
势。在中国快速城市化与 ICT 技术迅猛发展的十字路口，中国的城市空间发生着更为深刻的变化，也
对应着更为复杂的影响机制。2015 年 1 月，笔者在线发布了“现实的变化、未来的城市”调查问卷（图
2），致力于了解居民对互联网+时代中国城市问题和变化的认识。	
	

	
图 2	“现实的变化、未来的城市”在线调查问卷	

	 共回收问卷结果 64份，如图 3和图 4所示。	



	
图 3	调查结果（现实城市部分）	

	

	
图 4	调查结果（未来城市部分）	



	

	 篇幅有限，本文将主要关注街道空间所受到的影响、发生的变化以及城市研究和规划设计的响

应。空间是城乡规划的核心，也是社会经济活动的载体。城市空间量化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不同领域的学者关注城市的切入点差异较大，如物理和计算机学者擅长将城市划分为网格，城市规划

与管理者则擅长从地块角度认识城市，城市设计或建筑设计学者则较为关注街道。街道作为交通的载

体和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新城市主义、大都市理论、邻里单位和城市意象等经典城市规划理论，都

对街道做了不同的理解和诠释。	
	 当下的中国街道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回到二十年前的北京，耳熟能详的五道口、新街口、

秀水街，都对应着受老百姓欢迎和经常光顾的商业街，如今则被几个孤零零的商业综合体所代替；以

往自行车流熙熙攘攘的街道，如今则被机动车所填充；以往街道上的丰富业态，如今也日益低端化，

大型连锁餐饮缘于租约不固定、客流不稳定等因素几乎全部进驻商业综合体（图 5 生动地给出了这种
变化，图 6 显示了某连锁餐饮企业在中国多个城市的店面分布）。构成街道活力的要素，受到多方面
的削弱，如（1）电子商务和外卖 app对街道人流起到了削减作用，对街道的需求通过在线购物和下订
单得到了满足。社交媒体促进的信息公开，无论针对游客还是居民，让越来越多“默默无闻”的街道兴
趣点失去了被光顾的机会（“小镇效应”），即所谓的在线评价系统，对实体消费起到了极化的作用
（“马太效应”），如“酒香不怕巷子深”效应被社交媒体放大后更为显著；（2）毗邻轨道交通、提供停
车优惠、多种功能并存的具有空间生产便利的商业综合体，在城市快节奏生活、空气污染严重和子女

教育受重视等多重背景下，正在承接着街道的多元功能；（3）城市形态和出行方式发生的翻天覆地的
变化也在压抑着街道活力，如以大街区为代表的中国新区开发，由于缺乏慢行系统空间和吸引慢性的

兴趣点以及机动车带来的舒适性和安全性，往往难以看到非目的性出行的行人。此外，原有的慢行出

行方式，让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能够有机会在途中光顾街道空间并完成必要和非必要的城市活动，然

而如今无论是机动车还是轨道交通出行，更多的属于点到点的目的性出行，光顾街道空间的机会也大

幅下降。街道所承载的城市功能，正在分散到商业综合体、住宅、办公室甚至城市广场和公园中。	

	
图 5	衬托出的当代中国城市变化：周末生活商场化，商场运营多元化，儿童教育产业化，零散时间手机化，机构起名洋
气化，课外培训常态化，不大小事微博化，群策群力白热化！照片和文字发到微博后，得到了更多的反馈：学术评论微

信化、微博评论学术化、没事喜欢吐槽化、没事总结各种化（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图 6	某商业连锁企业在中国多个城市的店铺地址一览（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因此，可以看出，当前中国城市街道空间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非目的性出行的人

流，正在被汹涌的车流、忙碌的快递小哥、无暇顾及街道风景的“低头族”和低端商业业态所代替，街
道原有的场所（place）角色表现出被地点化（place）的趋势。如今的街道空间，有活力的街道日益集
中在少数地点；线性活力空间成为点状的活力空间；特色区域的街道，步行街不再；通过式活动增多

（去地铁站、去综合体、跑步），驻足减少；街道活力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剥夺。	
	 在这个历史性的“中国城市街道的死与生”的十字路口，如何看待街道空间正发生的剧烈变化，
是人类系统生存环境变迁的使然和技术发展的日趋所向，还是需要我们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以扭转这

种趋势？规划师和设计师对此的价值判断应该是什么？未来的城市街道，应该承载什么样的城市功

能，其与旧有的街道空间的逻辑联系是什么？用什么技术手段和数学模型来反映这一深刻的变化？这

些新命题都给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视角。街道作为城市品质和活力的重要载体，对其进入深入研究具有

深刻意义，但回过头来看，目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紧扣街道空间的研究以质性研究为主，量化

研究较少，限于数据的获取成本，已有研究通过实地调研和专家打分的方法，选择单个城市的个别典

型街道展开研究。这些不足以应对当前快速变迁中的街道空间的研究。	
	

4互联网+时代带来街道研究的新机遇：街道空间量化研究	
	

	 ICT 是把双刃剑，在对街道空间提出了巨大挑战的同时，又为研究街道空间及其变迁提供了新
的发展机遇。在 ICT 技术促进下，由大数据和开放数据构成的新数据环境让更好地从物质空间和社会
空间刻画街道空间成为可能，进而为街道视角的城市研究和规划设计支持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在已

有的质性观察和研究基础上，可以延伸出新的研究内容，即街道空间量化研究及其规划设计响应，以



期通过大规模街道量化揭示街道空间的一般规律，以及街道指标对街道外在表征的影响机制，识别在

规划设计中营造高品质街道的关键路径，具有理论、方法与实践多重意义。下面对此进行阐述。	
	 研究思路上，将吸收已有设计师、评论家和学者对街道的思考和认识（如雅各布斯、林奇、盖

尔和怀特等），借鉴已有城市理论，利用覆盖全国的大规模开放数据和大数据，建立以街道作为个体

的城市空间分析、统计、模拟和评价的框架体系，进而从街道视角量化研究中国城市空间，探测城市

系统的一般规律，促进城市理论发展并提出规划设计响应策略。研究目标是在认识论层面提出一种由

街道入手的认识和研究城市空间的新思路（网格、地块、街道），在方法论层面构建街道视角的城市

空间量化研究体系（如基本假设、方法、逻辑和过程），并致力于支持规划设计实践。	
	 开展这样的研究具有多重意义。（1）理论层面，借鉴已有的相关研究和理论基础，通过大规
模的街道量化和实证研究，丰富街道尺度的相关城市理论，如将街道指标纳入已有理论或创建新的理

论；（2）方法层面，致力于建立一套完整的街道定量评价指标体系，探索识别街道内在指标与外在表
征关系的方法，并致力于将大模型这一研究范式引入街道研究，以识别其一般规律、地域差异及其影

响因素；（3）实践层面，在数据增强设计思想的指导下，开发一套覆盖全国所有城市的街道尺度的空
间数据库、在线地图与规划设计支持平台，关注街道尺度的城市活力、可步行性和空间品质等现实问

题，支持城市规划与设计，呼应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具体地，可基于大量的文献调研和规划设计需求调研，选取若干指标对全国所有城市的街道进

行自动量化，结合大模型方法论，识别街道指标的一般规律和空间分布特征，并致力于构建理论模型

解释街道的外在指标如活力。在此基础上，针对三个典型城市，通过现场调研、布置传感设备以及众

包等手段，对更为深入的街道指标进行量化和分析。最后致力于将研究成果支持规划设计。研究框架

详见图 7。	

	
图 7	街道空间量化研究及其规划设计响应框架体系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5	国内外相关研究案例	
	
	 如果说对 ICT与“互联网+”影响下城市规划与管理转变的理论分析是一个解构的过程，条分缕析
地讨论每一个环节所包含的内容和整体演变的机制，那么审视在 ICT 与“互联网+”环境下产生的城市规
划与管理案例则是一个建构的过程，每个案例都综合体现了理论分析的各个层面在现实运作中的组合

方式。	 	
	 针对城市街道空间，本文选择三个案例来讨论这个建构过程，第一个案例关注的是在新数据环

境下形成的数据增强设计（DAD）12和其在研究成都市街道活力上的应用，体现了量化分析街道空间的

可行性；第二个案例讨论的是街道的步行性在现实世界与线上世界之间的联系，提出并检验了利用社

交网络识别街道步行性的做法；第三个案例借助量化分析手段建立了一套基于空间特征的街道分类标

准，为制定平衡的街道空间政策建立基础。	
	
5.1	 “街道活力量化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成都为例”——数据增强设计框架下的城市街道空间
研究	

普适计算和由 Web2.0 催生的用户生成内容13极大地扩充了以往依赖社会调查的城市规划和管

理数据资源，形成了一种“新数据环境”。新数据可以从多个维度描绘围观尺度下的人类活动，并且提
供关于环境要素的微观个体的信息(龙瀛&沈尧,	 2015)。这种改变使得城市的定量研究可以进入以往难
以开展的以精细化尺度分析大范围空间的研究领域。在新数据环境的背景下，龙瀛和沈尧提出了以数

据驱动城市规划和设计的“数据增强设计”方法。在对成都市街道活力的分析中，龙瀛和周垠(2016)构建
了一套描述街道活力的评价指标（图 8），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统计街道活力与所建立的评价指标
之间的关系（表 1）。	

数据增强设计的理念在分析中体现在收集原始数据时所用到的区别于传统社会调查的数据源，

包括电子化的路网数据，手机信号指令，地图兴趣点（POI）和遥感影像。借助 GIS 工具对原始数据进
行计算得到纳入回归分析的各因变量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得到对于不同的街道类型，各类构成要素对

街道活力的贡献程度（图 9）。通过分析，龙瀛和周垠总结了多项改善街道活力的方法：	
	
“商业设施布局在地铁口或商业综合体附近的街道，更易凝聚活力；以住宅为主的区
域，应提升功能多样性，以便较小的尺度内满足居民日常所需；同时应增加路网密

度，适当降低道路宽度，打通区域微循环，提升街道活力”	

                                                
12http://www.beijingcitylab.com/projects-1/17-data-augmented-design/	
13user-generated	content	



	
图 8街道活力指标体系	
图片来源：龙瀛&周垠，2016	
	
表 1道路活力分析的回归方程与参数注释	

指标	 注释	

Lnpop	 手机信令统计人口的最然对数，用来作为衡量借道沪而立的观测指标	

d_oct	 与原行政中心距离	

d_nct	 与新行政中心距离	

d_cct	 与区县行政中心距离	

d_shm	 与商业综合体距离	

d_sub	 到地铁口最近直线距离	

bus_den	 公交站点密度	

junc_den	 道路交叉口密度	

fun_den	 功能密度	

fun_div	 功能混合度	

length	 道路长度	

width	 道路宽度	

level	 道路等级	

i	 街道编号	



回归方程	

	

资料来源：龙瀛&周垠，2016	
	
	

	
图 9不同类型街道的活力受各类因素的影响	
图片来源：龙瀛&周垠，2016	
	
5.2	“步行化街道的数字生命14”——关于利用社交网络识别街道步行性的构思实验	

随着定位技术的发展，社交网络所产生的信息愈发普遍地包含了信息产生时的位置要素。基于

这个现实，一些研究者在考虑是否有可能社交网络也可作为城市规划和管理决策工具的一环。	
在此案例中，Quercia 等 (2015)选择伦敦市中心的 Flicker 15照片作为研究的对象，对照

Walkonomics16所给出的街道步行性评价来验证。通过分析 Flicker 中照片的拍摄时间以及拍摄者性别与
年龄，可否能够得知某条街道的步行性程度。	
	 Walkonomics 中的街道步行指数是由八个层面的评价指标平均计算而得出：步行安全性(避免机
动车干扰)、行人穿越道路的难度、步行道质量、道路坡度、道路的可识别性、安全性（避免犯罪）、
步行环境、趣味性与放松程度。在 Quercia 等人的研究中，重点放在了街道安全性指标和最后综合而

                                                
14Quercia,	D.,	Aiello,	L.	M.,	Schifanella,	R.,	&	Davies,	A.	(2015,	May).	The	digital	life	of	walkable	streets.	In	
Proceedings	of	the	2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orld	Wide	Web	(pp.	875-884).	International	World	Wide	
Web	Conferences	Steering	Committee.	
15照片上传与分享应用，使用者可以标注照片拍摄的地点和简介，应用提供了理由预设的分类标签供用户
管理和浏览照片，同时用户也可以自己创建分类标签。	
16城市街道步行性评价网站，用户可以依照给定的评价标准对街道的步行性进行评价，也可以自由上传个
性的评价，同时用户还可以参考网站的建议选择步行出行的路线。URL：http://www.walkonomics.com/	



成的步行指标。为了验证这两个指标与社交网络数据之间的关系，研究提出了三个问题：1）街道的安
全是否可以用晚间活动的密集度（来自晚间的照片数量）来体现；2）街道的安全是否可以用频繁活动
人群的性别和年龄（照片上传者信息）来体现；3）街道的步行性是否可以用上传照片的标签/简介中
的相关词语来体现。	

为了回答假设问题，Quercia 等构造了来自社交网络数据的标准化17统计量，然后计算这些统计

量与各个街道来自 Walkonomics 的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表 2）。通过分析，Quercia 验证了人们在线
下世界中的行为与他们的线上行为有着十分明显的关联，上传自步行性较高的街道空间的 Flicker 照片
所包含的信息有别于那些来自步行性较低的街道空间的照片，特别是上传时间和附带的标注/简介的差
异；再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可以通过社交网络的信息较为有效地刻画街道空间的步行环境，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社交网络纳入城市规划与管理决策系统是可行且有必要的。	

                                                
17	Z-score标准化法	



问题	 标准化统计量	 注释	
相关	
系数	

结论	

1	

	

	
	

晚间上传照片对于白天上传照片的相对数量

ni-某一路段晚间上传照片数量；μn-研究范
围内街道晚间上传照片数量平均值；σn-晚
间上传照片数量标准差；oi-某一路段白天上
传照片数量;	 μo-研究范围内街道白天上传照
片数量平均值;	σo-白天上传照片数量标准差	

r	=	0.6	

安全的街道上白天与晚

间都有照片上传，而不

安全的街道上照片几乎

为白天上传	

2	

	

	
	

某一路段男性上传者数量对女性上传者相对

数量	mi-某一路段男性上传者数量；μm-研究
范围内街道男性上传者数量平均值；σm-男
性上传者数量标准差；fi-某一路段女性上传
至数量；μf-研究范围内街道女性上传者数量
平均值；σf-女性上传者数量标准差	

r	=	0.58	 安全的街道倾向于包含

有更多男性行人经过	

年龄数据采用路段照片上传者年龄的

平均值	 	 r	=	0.32	

安全的街道与行人平均

年龄有一定关联，其中

安全的街道中行人的平

均年龄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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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步行性关键词标签/简介的照片对于包
含小汽车关键词标签/简介的照片的相对数
量 wi-某一路段包含步行性关键词标签/简介
的照片数量;	 μw-研究范围内街道包含步行性
关键词标签/简介的照片数量平均值；σw-	包
含步行性关键词标签/简介的照片数量标准
差；ci-某一路段包含小汽车关键词标签/简
介的照片数量；μc-研究范围内街道包含小
汽车关键词标签/简介的照片数量；σc-包含
小汽车关键词标签/简介的照片数量标准差	

r	=	0.89	

包含小汽车关键词标签

/简介照片所在的街道
的步行性指数明显较

低，而包含步行性关键

词标签/简介的照片较
多的街道与其表现出的

步行性指数有着很强的

正相关	

	
表 2统计量计算方法，相关系数与结论	
整理自 Quercia	et	al.,2015	
	



5.3	“宜居性街道景观的空间数据测量与方法18”——基于空间特征的街道分类标准	
	
在街道空间的量化分析上，Ewing 和 Handy(2009)采用摄影记录结合专家评分的方法对选自美

国多个城市共 200 多个街道场景进行分析，开启了量化分析街道空间的先例；Purciel 等(2009)在 Ewing
和 Handy 所定制的量化指标基础上，采用 GIS 手段代替专家评分的分析方法，使街道空间研究从纸笔
图表转变为数字处理和表现；而本次所介绍的案例——Chester	 W.	 Harvey的“宜居性街道景观的空间数
据测量与方法”——则在 Purciel 的 GIS 分析基础上加入对测量结果的聚类分析，而后归纳出基于空间类
型的，不同于传统上以交通功能为准绳的街道分类标准。	

在对街道景观的分析中，Harvey(2014)测量了九项指标（图 10）：街景宽度、街道长度、街道
两侧建筑平均高度、横截面街道与建筑的宽高比、沿街建筑连续度、沿街两侧建筑数量、沿街两侧建

筑高度标准差、沿街建筑突入街景范围比例、街道曲度（街道中线长度与街道两端直线距离的比

值）。	
所测量的指标并不难理解，但在说明测量结果之前，对于街景范围的定义则需要一定的解释。

以往通过人眼观察对街道空间进行评价时，对于街景范围的确定是十分容易的，因为人们可以很轻松

地由建筑、铺装或其他地物特征来判断街道空间的范围，而这样的判断对基于计算机的运算程序来说

是十分困难的。为了明确街景范围，同时也为了明确进行分析计算的范围，Harvey 定义街景的三维边
界即为连续程度最高的沿街立面。在操作上，从道路中心线两侧延伸 40 米作为缓冲区，d 表示某次计
算范围与道路中线距离，通过连续计算未被建筑占据的街道空间变化（A1,d	 :	 A2,d	 -	 A1,d+1	 :	 A2,d+1）
来逼近所要的连续程度最高的沿街立面（图 11）。当差值最大时说明从 d 到 d+1 的过程中有最多的建
筑占据了街道空间，也就意味着 d 和 d+1 之间的界限最为接近连续程度最高的沿街立面，该界限便被
视为街景的界限，用以确定街景范围。	

主成分分析表明沿街建筑连续度具有最大的独立性（图 12）。通过对沿街建筑连续度的聚类
分析（图 13），Harvey 归纳出四类基于街道空间指标的街道类型，并分别命名为直立型（upright）、
紧凑型（compact）、多孔型（porous）与开放型（open）。	

有趣的是，当上述的四类街道类型与各街道的交通功能分类19进行交叉比较时 Harvey 发现，交
通功能分类不能有效地反映出街道的空间类型，在当下街道空间逐渐获得重视的趋势下，基于交通功

能的街道分类无法满足研究需要。	

                                                
18	Harvey,	C.	W.	(2014).	Measuring	Streetscape	Design	for	Livability	Using	Spatial	Data	and	Methods.	
19主干道（Arterial）、集散道路（Collector)、地区支路（Local）	



	
图 10	评价指标图示	
图片来源：Harvey	C.W,	2014	



	

	
图 11	街景界限计算	
图片来源：Harvey	C.W.,	2014	



	
图 12	主成分分析，确定选择沿街建筑连续度进行聚类分析	
图片来源：Harvey	C.K.,	2014	
	



	
	

	
图 13	聚类分析，找到四种街道类型	
图片来源：Harvey	C.K.,	2014	

	 	



6结论	
	

ICT 技术对于城市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次研究借助“基础设施-内容-连接”的分析框架，分别讨
论了某一单个层面的影响如何导致人们看待和处理城市规划和管理，综述了三种 ICT 技术对城市的影
响与互动的理论。以 ICT 基础建设带动的“数字城市”实现了城市的虚拟化，计算机在数据存储和运算
上的高效率直接提升了城市规划与管理的效率，显示屏和鼠标逐渐代替了画板与针管笔，城市网站提

供了比布告栏更为广泛的信息公布平台，多种多样城市设计与分析程序开始将从前依靠经验和直觉的

设计与规划变得更易表达也更具理性。U-city 和它所包含的普适计算思维将“现实的虚拟”转变为“虚拟
的现实”，虽然信息的呈现并未脱离计算机的模式，但信息本身相比于之前遵循传统调查方法所获取的
有了质的进步，此时的城市规划与管理有了足够的信心来将 ICT 所提供的内容纳入到决策过程中。
Web2.0 所带来的连接方式的转变彻底打破了单向的 ICT 服务提供者与使用者的关系，每个使用 ICT 技
术的人都可以既是服务提供者也是服务的使用者，这一阶段的 ICT 技术对于城市规划与管理来说已经
不仅是可能，更是有必要将其纳入规划和管理决策中。	

站在城市街道空间的角度，ICT 技术所带来的变化又是复杂的，对城市街道空间的研究表明，
虽然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的出行方式选择愈发多样，对于信息的掌握更加全面，甚至以往需要亲临现

场的事件和服务可以通过远程手段完成，但这也导致了街道空间活力的丧失。可以远程完成各种任务

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失去了所有走出户外的理由。或许我们通过目前常用的定性研究手段，没有办法更

为深刻地理解街道活力丧失的原因，或许一种可以广泛并且深入的定量研究方法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幸运的是，这样的定量研究方法刚好蕴藏在 ICT 技术里。在街道活力研究上，龙瀛与周垠（2016）以
及 Quercia（2015）分别借助了手机信号指令和社交网络数据来研究大范围街道空间活力的影响因素，
而 Harvey（2014）借助 GIS 手段对大量街道依据空间特征的分类研究则有力地证明了利用 ICT 技术开
展大范围城市空间的深入定量研究的前景。笔者文中提出的 ICT 技术支持下的街道空间量化研究框架
更是为客观认识城市街道空间进而提升街道品质提供了总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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